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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滇南地区移民开发与民族关系变迁研究
——以石屏州为中心的考察

白依格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 610065）

摘　要：以石屏州为个案，探讨明代滇南地区移民政策与边疆秩序重构、文化融合之间的动态关系。明初大量汉族先民

奉命“填南”，来到滇南石屏州后，采取了系列措施，如屯田开垦和水利治理等，对石屏州地区进行农耕经济开发，同时也

使传统耕读文化在此生根。明中叶当地汉族士绅成功移植了中原地区基层治理模式，改变了基层社会长期为土酋控制的局面。

随着屯垦向山区发展和改土归流的大力推进，当地资源承载力的先天不足和移民增加造成生存空间挤压的问题日渐凸显，明

末清初当地的人地和民族矛盾达到顶峰，在有司有效治理和汉族二次移民“走西头”的影响下，当地的人地矛盾最终得到缓

解。同时在汉族移民的向心力主导作用下，清初滇南石屏州也逐步走向民族融合、文化共兴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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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的研究，主要立
足于古籍资料和地方文献，对移民的类型、方式和
数量、移民的分布状况、带来的影响及汉族移民如
何土著化等问题进行了探究。总体来看，当下研究
主要聚焦于云南整体来展开论述，而相对忽视了滇
南边疆，尤其是土流交界地区入迁汉族与当地土著
之间民族关系和秩序构建间的嬗变。“民族的迁徙
就是文化的迁徙”①，移民与土著间的关系变迁研
究，实质上就是对迁徙民族如何根据异时异地的条
件变化，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扬弃及重构，以及与
周边土著民族进行文化互动的研究。在此方面，相
关研究主要着眼于迁入汉民和原著民之间的“土客
之争”，强调迁入汉民与当地土著居民间的斗争和
隔阂。本文尝试转变研究视角，从明初汉族移民入
滇的史实入手，以石屏州异龙湖流域为中心进行表
达。伴随着当地多民族长期生活和共同开发的影响，
汉族移民也在“孤岛文化”的向心力吸引作用下，
开启了以“我”为主的改造周边土著民族文化的行
动，进而推动了民族融合“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
进程。

一、移民前的宁静：土著安居的石屏州
云南自古就是人口流动密集的地区。从历史上

看，滇南石屏州多民族聚居的特征亦十分明显。从

地理位置上看，此地“在南交境……云南去中国万
里，石屏地在极南，五帝以前书契未立，貌不可稽
已……临安与交址接壤，本舟亦在疆域之内”②。
据载，世纪之交石屏全境面积为 3 037 平方公里，
大都为山区，平坝不到十分之一，从宝秀到坝心是
石屏的平坝主体区域，总面积只有 162.34 平方公
里，占总面积的 5.53%③。常有俗语描述石屏地貌

“九分山有余，一分坝不足”。而如此地势地形天然
便有助于形成一种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环境。在这极
为有限甚至狭小的平坝中，旧时却分布有三个湖
泊，即上端的赤瑞湖，中部的鉴湖，中下部的异龙
湖，平坝四周青山叠嶂，清流不绝，使三湖一年四
季碧波荡漾，水汽蒸腾。

据载，一亿年前，喜马拉雅山的几次强烈造山
运动，形成了高原湖泊异龙湖、赤瑞湖 ④。湖中烟
波浩渺，明初尚有五岛，至明中后期，湖水渐缩，
有两岛脱离水域，与湖畔山体相连。赤瑞湖因其

“水色早晚赤如丹砂，经月余”⑤，故将此湖定名
为“赤瑞湖”。赤瑞湖是宝秀盆地古老基底的北西
向断裂复活后，新近系地层发生坳陷积水，形成的
半封闭型淡水湖泊，为石屏富营养性的第二天然湖
泊，亦是宝秀坝的蓄洪水库 ④54。元明以来，异龙
湖、赤瑞湖水位下降，异龙湖流域出现了大量海肥
浸润的优质土地。从密林覆盖到水位下降、湖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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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如此环境变迁为明时大量汉族移民迁入此地进
行屯垦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

石屏地处亚热带气候区，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立体气候十分明显，自古就居住着傣、彝、哈
尼等土著先民。此地在汉族移民到来之前，先后由
傣、彝、哈尼等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迁徙至此。当地
盛传着许久之前傣族先民与赤瑞湖龙王结为亲家的
古老传说 ①。

考古资料显示，在位于红河中下游流域的河口
孤山洞一带曾发现距今约 3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
址，据考证他们是居住在河口、越南、广西一带的
百越部落祖先，而百越部落正是石屏傣族先民的祖
先。约三千多年前，由于红河、异龙湖水的消退，
习性好水的傣族先民，溯红河而上来到红河流域今
红河岸边的石屏地区居住，并且有一支来到宝秀坝
所在的赤瑞湖畔定居下来，这是宝秀坝子所到来的
第一批移民。

至西汉之时，石屏土著“旧欣人”②（今彝
族）便走出密林，聚居于今天异龙湖和赤瑞湖边，
开发、利用土地，生息繁衍 ③。此时“旧欣”尚是

“山麓林水之边”即一大片海子和原始森林，有少
数彝族先民在山林中狩猎采集游耕、穴居，尚不存
在村落集镇的雏形。据彝族民间彝文古书《笃姆躲
雨枝》④记载“沐呃鲁额枯，味能鲁筑业。阿仆笃
姆恒，号书鄂平刚”，翻译成汉语是“天生石溶洞，
红烧石林带，阿仆笃慕屋，自古如是说”，也就是
说彝族祖先经过了漫长的在山林中狩猎采集游耕的
生活，终于走出洞穴，开始建盖土掌房。这段时间
大致在先秦的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对应在石屏地
区即为青铜器时代，此时部分彝族先民已经来到异
龙湖、赤瑞湖畔，并将原本定居在此地的傣族驱逐
至红河岸边 ①78。

在彝族之后第三批到达石屏州的土著先民为哈
尼族。在哈尼族村寨内流传甚广的古老口头传说

《哈尼阿培聪坡坡》中讲“先祖们”一直在寻找一
个哈尼人居住的天堂——“诺玛阿美”，那里气候
温和，雨水均调，庄稼茂盛。在那里，哈尼、彝、
傣族先民是“亲亲的一娘生的兄弟姐妹”“女人们
共操一架纺车”“男人们共扶一把犁耙”“寨里的
头人不要别处的，退出自己的头人管自己”①80。据
考证，正因为异龙湖及临近赤瑞湖畔等地山川秀美

①  刘黎明、苏佛涛：《普胜和龙女的传说》，转引自孙官生《石屏通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第71页。

②  石屏在秦汉以前称“旧欣”，意为“山麓林水之边”；“旧欣人”是开远腊玛古猿和蒙自马鹿洞人的后裔，在石屏南北两边山区

定居后，发展为今天石屏彝族的两大支系：尼苏支系和花腰支系。

③  石屏县土地管理局编《石屏县土地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第2页。

④  本书名意为：洪水与笃慕。

⑤  孙官生主编《石屏文献名邦大百科全书·下卷》第二十五篇《历史的足音——专题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第55页。

⑥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第278页。

⑦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2011，第2605页。

⑧  乾隆《石屏州志》卷八《兵防志》，第581页。

湖泊迷人，像极了史诗中所述的“诺玛阿美”，于
是哈尼先民决定在石屏异龙湖、赤瑞湖畔的红河南
岸定居下来 ①80。另据考古资料显示，在南诏国建
立（公元 737 年）前后红河南岸还在处于原始社会
时期的石屏土著先民们便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
此时“异龙湖边的居民以打渔为主，兼狩猎与农
耕，山区居民狩猎与农耕并重，种地刀耕火种，已
会开田使用牛耕，使用了铜器和铁器，建立了村寨
和房舍，打造了船只和渔猎工具，出现了家禽饲
养，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会进行以部落为单位
的迁徙”⑤。

据《哈尼阿培聪坡坡》记载，哈尼先祖到达异
龙湖畔时，曾与此前便在此地定居的彝族、傣族一
起共处生活。当时的哈尼族社会尚处于氏族部落阶
段，生产劳动以耕田种地为主，他们在部落酋长、
山官头人的组织下，利用向阳山坡的水利之便，创
造性地将坡地改造为水田，在水源附近建集镇、村
寨修水渠，沿水渠修梯田，梯田较之坡地保水保
肥，收产高产，利于生产发展。

总体来看，在元明开辟屯田移民之前，石屏社
会处于西南地区历史经济开发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
段的过渡期 ⑥，即从原始社会形态向封建政权建设
的过渡时期。此时以傣族为主的族群在靠近河川的
平坝和山脚地带出现了小范围内的定居农业，以哈
尼为主的族群已开始沿山地向阳面引水造梯田。在
这个阶段，石屏境内山地森林密布、人迹罕至，生
产方式以彝族先民（旧欣、乌蛮）等在山间刀耕火
种、狩猎采集为主，也就是所谓“随畜迁徙，毋常
处，毋君长”⑦。

二、移民后的喧嚣：明清汉族移民迁入与
初步开发

明初云南的形势是：“东北贵州，东南交趾；西
南缅甸；西北吐蕃；东南以元门为门户，石屏咽喉
之地也。”⑧且当时的石坪州，地理位置处于阿僰万
户府治下，在各路土司的包围之中，是围绕红河两
岸代表中原王朝的流官州衙权威与地方土司权威的
交界地带，是明王朝欲控制滇南地区的必争之地。由
于石屏州的特殊地缘战略意义，明初在临安府设立
卫所的基础上另置石屏坝、宝秀坝等地屯兵，从而
形成以汉族移民为主体的军屯进驻的局面。此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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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现中原王朝对滇南进行军事统摄、进而“以夏
变夷”，实现文化辐射的治边国策具有重大意义 ①。

第一批到来的汉族移民，是洪武十五年（1382）
随沐英南征，平息了澄江、临安、各州县，随即留
在石屏州屯戍的军人 ②。由于当时受明廷征召的军
屯及其家属皆以“中土大姓”为主，其籍贯大都在
应天府一带，当地无论汉彝都常有“南京柳树湾祖
先移民”的传说。据访谈者口述：“小时候听老祖
宗讲故事，总说我们老祖祖的老祖祖，是从南京来
到宝秀的。长大以后查阅文献终于知道，由于明洪
武初年皇帝打算扩建都城，起初受财力物力限制没
能继续，十五年又继续施行。当时柳树湾一带也在
扩建的范围内，而柳树湾一带驻防部队——前为羽
林左卫，后为金吾前卫的驻所，后来皇帝出兵云南，
这些驻地被夺的军队也被派遣随军出征了，再之后
他们就来到石屏军屯，在宝秀十二营盘一带落地生
根了。”③文献记载，最初到达此地的军队曾在“杨
柳湾”集合。而实际上，明初到石屏州军屯的汉族
移民，不仅如《州志》中所载来自“中土大姓”或

“江南氏人”，且是从南京“杨柳湾”（如今南京地
图上已无此地）出发前来。

史载：“十六年，马黑奴叛乱被明军所平定自
缢而死，明军平滇，留沐英镇守云南，明军屯田
解决粮饷救济的困难，在石屏置有宝秀屯、五亩
屯、石屏屯、梅冲屯、左角（所）屯，共三十四
伍。”②98 且进一步完善石屏各区域的州衙设置，“设
知州、学正、训导、吏目、巡检、驿丞各一员，巡
检名为宝秀巡检司，巡检驿丞名为宝秀驿驿丞，盖
驻宝秀”④。当时，太祖准沐英屯田奏折，于石屏
州置石屏屯十六伍，宝秀屯十八伍，安营扎寨进
行屯垦。明军将卒共 170 人，每人授田 20 亩，供
给籽种 3 石 2 斗，实交军粮官仓 22 石 8 斗 ⑤。此
外，为了供应军队粮饷，朝廷又“募盐商于各边开
中”⑥，又令开荒三年不上田赋，用生产的谷米就
地换取官盐贩卖，此类赋田则为商屯。

洪武年间迁入石屏的军屯规模并不大，史载：
“石屏之盛，由沐军留屯江南大族，辟新天地，始

①  刘永刚：《基层政治变迁中的权威、自主与制度——近百年云南宝秀镇为中心的表达》，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2015，第41页。

② 《石屏县志》第一编《大事记·明朝》，第8页。

③  与卫汉骞访谈，访谈地点：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异龙镇焕文路某饭店，访谈时间：2021年2月日中午1点46分。

④  民国《石屏县志》卷三《沿革志第三·近古时期》，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第31页。

⑤  嘉庆《临安府志校注》卷十七《兵防志》，云南人民出版社，第143页。

⑥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下·盐法》，中华书局，2013，第1935页。

⑦  涂时相：《石屏宝秀屯仓政记》，载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志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

⑧  乾隆《石屏州志》卷一《风俗》，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

⑨  宝秀十二营盘之一，离滇南茶马古道关口仅两三公里，村人受沿途来往的商人影响，农商文化意识较为浓厚，盘营在十二

营盘中格局中等，当下住户约两百户，八百多人。据卫汉骞口述，明初明军入宝秀屯兵时，盘营的军头叫盘自申，带着肖、

余、赵、莫、李、吴、梁、刘等士兵到此地屯驻垦殖，后来刘姓搬到赤瑞湖边的小田坝心，其余七姓一直在此地繁衍生息。与营

名相称，村中人酷爱下棋，棋趣永存。

⑩  与卫汉骞访谈，访谈地点：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异龙镇焕文路145号，访谈时间：2021年2月日早上11点25分。

有今日，而其余之移至者，亦屡见之。”⑤32 明初设
置临安卫，在石屏则分设石屏、宝秀等屯，“附郭
什九屯田，额征屯粮八千四百余石”⑦，且“屯军
皆江南北人，与土著之民错杂而居”⑧。洪武年间
第一批到达石屏军屯的明军以“伍”为基本单位，
共屯田三十四伍，一伍人数在 5 到 7 人，三十四伍
即 170 到 238 人左右。十二营盘之一的盘营 ⑨素有
这样一个传说，据说：“明军来到以前，宝秀主要
为土著僰人所居，主要为彝族、傣族，当时十二营
盘周围主要是湖泊和沼泽地，多数人居住在山麓或
是半山腰，房屋主要是用泥土筑成的土掌房，受地
理环境限制无法在初期就大规模屯戍。”⑩

第二批以民屯为主的移民则占据了明初石屏汉
族移民的绝大部分。史载：“十七年，移中土大姓
以实云南。”⑤32 洪武十七年（1384），明王朝移至
石屏的中土大姓，主要是来自当时安徽、江浙等地
的汉族居民。自此，大量汉族迁入石屏，他们带来
了汉文化及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工具并使得传统
耕读文化在此地生根发芽，使得石屏州的习俗渐与
内地相同②9。另外还有大量官宦、商人、遭贬谪者、
逃避祸乱者、谋生者先后来到石屏落籍，他们是民
屯的重要成员。他们主要分两个时段到来，第一批
是明初由朝廷主持的集中大规模军队移民和此后至
清前期分散零星到来的军队亲属。与军屯不同，第
二批到达石屏的民屯和商屯移民，则对当地的人口
增长与经济社会变迁起到转折性的影响。

表1  石屏州（县）明朝人口统计表②675

年份 户数 人口 史料来源
洪武元年（1368） 938 6 020

乾隆《石屏州志·户口》
正德元年（1506） 1 293 11 670
嘉靖元年（1522） 1 518 18 375
万历元年（1573） 1 551 18 097

据表 1 可知，从洪武至正德年间石屏州人口陡
增，在此期间内石屏州的户口数增加了三百多户，
人口数相比洪武元年（1368）尚未平叛之前增加了
近一倍。而洪武元年（1368）的人口数量实质上不
会多于汉民到来前当地土著居民的人口数量。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和户数的增长，主要是由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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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军屯其后的“中土大姓”大举迁入导致的。正德
元年（1506）到嘉庆元年（1796）该地也出现了人
口数量的陡增，但与前一个增长期不同的是此阶段
内户数并未有大量增加。这是因为此阶段内不再有
大量外来移民迁入。而已迁入的屯民不断开发湖滨，
使得“输屯储养临城卫军，力耕敢斗”①从而促进了
当地人口增长。但是随着耕作的发展，人口数量的
剧增与当地宜牧山地多而湖滨耕作坝区少的“田多
瘠薄”的农业条件，使石屏州异龙湖流域的人地矛
盾逐渐凸显出来 ②。故而从正德元年（1506）到嘉靖
元年（1522）的短短十几年中，受地区发展条件限
制，当地的人口出现逆增长的发展趋势。见表 1。

三、移民开发的瓶颈：土客矛盾和阶级矛
盾凸显

从明初到万历年间，以汉族移民屯田对异龙
湖流域的开发，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也导致
生态失衡和人地矛盾激化。据载：“（万历）异龙湖
水周遭百五十里，民田相错湖滨者几万顷，田高湖
卑，浮沙四塞。土民筑坝希灌溉之利，湖水不得
行；渔者排桩积葑草为梁，湖水又不得行，于是壅
而上侵。”③长期的沿湖垦殖和筑堰围坝，加剧了异
龙湖水道壅塞和泥沙淤积 ②，淤积的直接结果导致

“屯田逼草海，雨集辄为巨浸”①241。在日益严重的
生态危机逼迫下，土地开垦逐渐扩展到山地丘陵地
区，而这些地区世代为“屏中彝人，有土僚、山苏
等”所居住，以占石屏境内彝族总数 45% 的山苏人
为例，其“性多柔软，住深箐中，不耕田，开山地
中荞裨度日，编竹器生理。衣麻布，婚无媒约”④。

明中期“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对当地的生态
平衡和经济作物生产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况且万
历之前石屏此地已然“夷民生齿凡十倍汉民”①239，
长期采用原始耕作方式直接加大了山区的水土流
失，再度加重异龙湖和赤瑞湖因垦殖筑堰已然严重
的泥沙淤积，最终导致异龙湖流域的生态破坏。至
明中后期，由于河湖水利堵塞、蓄洪灌溉不畅已成
大害。故而，以疏浚海口为中心的异龙湖水利工程
和改变山区彝族的原始耕作生产方式，成为明中后
期官员士绅治理当地的棘手要务。由此，改土归流

①  萧廷对：《宝秀水利碑记》，载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志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

②  董雁伟：《明清云南高原湖泊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以石屏异龙湖为中心》，《思想战线》2018年第1期。

③  杨忠亮：《朱州守生祠碑记》，载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

④ 《石屏彝族志》第一章《自然与人口》，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第40页。

⑤  孙官生：《走西头——石屏商帮纪实》，民族出版社，2005，第13页。

⑥ 《滇系·沐英传附后嗣》，转引自《石屏县土地志》第三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第87页。

⑦ 《查庄田再疏》，转引自《石屏县土地志》第三章，第87页。

⑧  刘永刚：《基层政治变迁中的权威、自主与制度——近百年云南宝秀镇为中心的表达》，第37页。

⑨  古永继：《秦汉时西南地区外来移民的迁徙特点及在边理开发中的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

⑩  康熙《石屏州志》卷三《建设志》，第82页。

⑪  明《万历云南通志》卷五《建设志第二》，载方国瑜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第532页。

和统一山区彝民山林作业管理的历史也开启了。
自明初始屯田到明中后期当地完成中原基层治

理模式移植期间，汉族移民在较为安稳的外部环境
下对石屏州坝区的农垦事业不断开发，并且当地士
绅阶级不断壮大亦逐步扩大土地兼并的规模，至宣
德年间皇帝听从石亨建议“罢团营”之后，滇南边
疆的军屯实务亦走向衰落。伴随着日益严峻的人地
矛盾（嘉庆年间，石屏州的人均土地占有仅 0.8 亩
不到 ⑤），至晚明卫所的屯田制度几乎崩坏，大量
军户向外地逃逸或被裁撤成为彻底的农民。

至明中期依靠官僚和士绅地主相勾结，兼并
了大量军门屯户的土地，甚至包括“夷户”的耕
地。史载，沐氏家族在正统四年（1439）已占有圃
野田业 360 处 ⑥，至万历年间，其家族的庄田已达
八千三十一倾三十七亩之多 ⑦。至万历年间，云南
各都司官吏存在霸占屯田为私庄和贪污屯粮等行迹。
随着明中后期卫所制度逐渐衰败，起初屯田军户的
身份性质逐渐变异而成为纯粹的农民，在此条件下，
严重的土地兼并局面无疑将加重以临安府为主的滇
南各地的阶级矛盾。且石屏州的沐氏庄田和军田的
赋税比民田更重，这是导致明后期石屏当地出现大
量抛荒、外逃“走西头”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移民开发新阶段：民族关系再平衡
石屏自古地处西南边陲，与交址相接，自古便

为化外之地，元以前本地区基本没有能够保持汉文
化的内地移民 , 即便有移民迁入也为当地土著所同
化了 ⑧。明时在云南设置布政使司，大举移民屯田，
并在临安府境内设置流官，才改变了此地自古为土
著自治的局面。

本地区的移民开发，符合学者对历代对西南
边疆地区的开拓治理“三部曲模式“——即军事、
政治、移民的判断 ⑨。洪武年间明廷对于边疆石
屏州的统摄和管理亦是如此。据载，洪武十六年

（1383），石屏州的官署设置有“知州、吏目衙、宝
秀巡检司、宝秀驿丞卫、铁冶所、河泊所、四门便
房、养济院、演武厅”⑩。而具有相当军事性质的
驿堡 ⑪、关哨 ⑪566、亭铺等建制，在明初的设置规
模明显更为庞大，且关哨、驿堡的选址大多在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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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冲和运输方便的交通干线上，由此构成了当时石
屏州基层社会管理的主要力量。

明代基层社会组织以乡里制为主线，“多半是
乡都图、乡都里三级 , 也有的地方是乡保村里、乡
保区图四级”①。且历经初期里甲制向中后期保甲
制的转型，前期里甲制与老人制、粮长制相结合，
中后期所设保甲制则带有浓厚的治安色彩 ②。明初
到康熙年间石屏州曾设置里甲制，史载“石屏州下
设里，里下设甲，州城设铺。全州分设八里九铺，
今宝秀镇属当时之昌明里和白邑里”③④，但是没有
当地设置保甲制的记载，可见在明初到清初的时间
段内，石屏州的基层政治建设并未与明廷整体设计
同步，而是作为卫所制度的补充，与宝秀巡检司 ⑤

一起，发挥着控制基层社会、防止地方土著势力动
乱的作用。

自洪武十六年（1383）平定石屏土知州马黑奴
叛乱，明廷大举迁徙军屯“填南”始，明王朝就不
断通过设置卫所、设置亏容巡检司巡视监察土司地
界内的军民情况、军事屯田、改土归流、推广儒
学等措施与当地土司展开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争
夺，明时石屏州所发生的叛乱不少皆与土司权力和
皇权的斗争有关。例如：明洪武十年（1377）, 元
代石坪州世袭土知州马黑奴被夺职，次年，马黑奴
联合通海、宁州、蒙自等部酋长叛乱；嘉靖三十
年（1551），元江兵变，本州筑土城防卫；崇祯九
年（1636），阿迷州（开远市）土司万氏、沙定洲
祸乱，以兵攻石屏、未能克 ⑥。

叛乱得以平息从表象来看得益于政府在滇南
的驻军 , 尤其是临安卫下的石屏屯与宝秀屯的屯
兵 , 但叛乱渐次减少与规模日小的真正原因则更在
于中央王朝所推行的以夏变夷的文教政策的最终胜
利 ⑦。“用夏变夷”的关键在于文化诱导以推动当
地移风易俗，进而形成与儒学和宗族礼法直接相关
联的基层制度场域和制度路径。随着“用夏变夷”
的文化场域逐步在当地扩散，家谱编写、宗庙修
建、文庙和各级书院建设以及各类礼仪规范都在石
屏州社会迅速发展。

这个在明初才有汉族移民迁入开发、其时户口
寥寥、藏于崇山峻岭的滇南偏州。在有明一朝的进

①  白钢：《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第137页。

②  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第25-59页.

③  昌明里：即今宝秀西部山区及亚房子等地区；白邑里：即今宝秀坝。

④  康熙《石屏州志》卷四《赋役志》，第92页。

⑤  宝秀巡检司：洪武十六年（1383）在石屏州宝秀坝所设的官职，巡检司一般设于关津要道、要地,归当地州县管辖,巡检统领相

应数量的弓兵,负责稽查往来行人,打击走私,缉捕盗贼。明初改革元代的社制，在全国编定里甲。但在云南汉族军事移民区

这种里甲制度无法推行。为了管理军事屯戍区,巡检司则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控制基层社会的职能。

⑥ 《石屏县志》第一编《大事记》，第8-11页。

⑦  刘永刚：《基层政治变迁中的权威、自主与制度——近百年云南宝秀镇为中心的表达》，第50页。

⑧  张佐：《云南科举进士知多少（上）》，《云南日报》，2005年10月27日第9版。

⑨  刘永刚：《基层政治变迁中的权威、自主与制度——近百年云南宝秀镇为中心的表达》，第47页。

⑩ 《石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石屏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内部资料，1988，第104页。

士人数产出位列云南各州县之第三，仅次于云南省
府所在地昆明城、大理府所在地太和县与赵州的部
分地区，不可不谓文风昌盛，当地人常说家乡乃是

“举人满街走，秀才到处有”。由于明朝儒家文化在
本地的广泛影响，此地的文教意识日趋兴盛，教育
发达，科举人物众多（见表 2）。至清初，甚至有

“一家同榜三进士”之记录。从省级的布政使、参
政到县衙的学正、训导，石屏籍产出的官员数量之
多，堪为夷乡之冠。历经有明一带的开发治理，雍
正年间石屏州因其民风淳朴、文风彬彬赢得了“文
献名邦”的美誉，时任知州的龙为霖题联“山川东
迤无境，文学南滇第一州”④75。

表2  明朝云南省各州县进士最高产四个区域人数统计表⑧

区域 明朝进士（人）

昆明县（大致位于今昆明市的盘龙、五化、西山、
官渡四区地界）

51

大理市（明清时期太和县、赵州两地合并而成） 42
石屏州（即今石屏县，明时隶属于临安府） 10
建水州（今建水县，明时为临安府府邸所在地） 27

明初石屏州受文教之风影响，通过读书中举等
方式进入仕途，造就了为数不少的一批石屏籍的官
员。这些官员自从二品至从七品训导，数量不等，
多为知州（多为边区土知州）、知县、县知事等正
从五品官员（见表 3）。此外还有大批读书人活跃
在官府与乡间，官僚和知识群体与当地乡绅结合，
在当地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士绅阶层。士绅阶层结合
区域内巡检、驿堡、关哨、亭铺等军事性质的机构
和里甲制的推行，深刻改变了石屏州原本的基层社
会形态。明中后期地方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与管
理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 政府逐渐倚重于新兴的士
绅阶层来建立地方管理组织 , 这样遍行于内地的乡
里制度与里甲组织在滇南社会被推广开来 ⑨。

表3  明朝石屏籍官员数目统计表⑩

官职 人数 官职 人数
布政使、参政 2 侍讲、侍读 1
提学使、学政 1 给事中、佥事 6
道尹、督粮道 3 通判、经历、参议 21
知府、同知 9 教授 16

御史 4 学正 10
知州、知县、县知事 33 教谕 20

县丞、县佐 12 训导 51
太仆、寺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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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层机制的普遍建立和新兴士绅阶层的推
动，明中后期整个石屏州都在在汉族儒学文教的引
导下，逐渐移风易俗，这在当地土著民族的谱系传
承、建筑风格、科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
史载：“屏中各族 , 民国以前均有族长 , 订有族规。
族规既定 , 督行如法律 , 或为禁行，或为规定，刻
石列文，合族同村子弟人等，烙奉尊行。”①在强大
的文化向心力驱引下，屏中彝人亦有相继被同化的
趋势，古时土著彝人以父子联名谱系来构建“族群
记忆”，但到了明末清初众多彝族受汉人取姓名习
诗书的影响，除族属上有差异外，在文化上与迁入
的汉人渐次趋同，各大姓宗族在宝秀地区遍建宗祠
或家庙、修家谱 , 并定有众多家规与乡约 ①52。

在有司衙署设置逐渐完善、汉彝融合长期通婚
的背景下，当地彝民渐尊孔孟、习诗书、学文章。

“自元建学设科，人才辈出。明清两代，文诞敷多
士，更争自濯磨……文庙祭器乐章，皆有专设。”② 
随着学风愈盛，这个边疆偏僻小县逐渐以进士辈出
而闻名，在此熏陶下，彝民的文化素质也大大提
高，所谓“其英俊者，习诗书、学文章，游泮者多
不乏文人，现有登甲榜者”③，又称“土人中罗罗
最慧，几同化于华族，科举时有冠乙科登甲榜者，
可称也”③78。

五、结语
明至清初，汉族移民和周边土著民族间的关系

变迁与当地的资源占有和人地矛盾息息相关，而此

① 《石屏县志》第三章《人口》，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680页。

②  民国《石屏县志》卷七《学校志第七之一》，第109页。

③  康熙《石屏州志》卷二《地理志·风俗》，第73页。

④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重要概念，最早由费孝通先生 1988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泰纳讲演”中提出。其核心内

涵在于“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即众多文化各异的不同民族在悠久的中华民族形成史长河中，逐渐形成共同的历史

记忆、共同的家国认同、共同的文化基础的格局。

关系变化主要受到汉族移民在当地的开发建设的
影响。

首先，汉族移民的到来造成了对当地土著民族
生存空间的挤压，客观上与彝族为代表的当地土著
民族形成了“对立”态势。为了凝聚族群力量，打
破世袭土酋对当地基层社会的控制，汉族在迁徙到
新的环境并长期居住的过程中，以原籍文化为基准
不断构建“族群边界”，由此形成初期的“移民文
化孤岛”。并且由于土著民族更适宜“刀耕火种”
和“畲山为田”的生产方式，故而在明初民族矛盾
并未大规模爆发。

其次，随着湖区农耕经济发展，不断吸引外来
商人和民众到来，士绅阶层壮大逐步掌控基层社
会，以“沐氏庄园”为主的地主私有土地的逐步膨
胀，明末战乱不休等原因，使得在万历年间，石屏
州的人地矛盾严重激化，土客对立也达到极点。在
此情况下，部分具有开放商业意识且敢为人先的
汉、彝居民选择向外“逃生”而走西头，使得明末
到清初石屏州人口大幅减少，客观上极大缓解了
当地严峻的人地矛盾。此后清王朝进一步在滇南的

“江内”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并着手治理当地吏
治、肃清分裂势力，这又使民族矛盾得到缓解。与
此同时，汉族移民与周边民族交往逐渐从“排他”
走向“融合”，在文化认同的向心力作用下石屏社
会“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 ④逐步形成。

[责任编辑　张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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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Shiping Prefecture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mmigration policies 
in southern Yunna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border order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Han ancestors were ordered to “fill the south” and came to Shiping in southern Yunnan. In the mid Ming 
Dynasty, local Han gentry successfully transplanted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l of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changing the long-
standing situation of grassroots society being controlled by local chieftains.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 local 
conflicts between people, land, and ethnicity reached their peak but were finally alleviated.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dominant 
centripetal force of Han immigrants, Shiping in southern Yunnan gradually moved toward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ethnic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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